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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生产要素， 已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关键驱

动力。 本文在量化分析数据要素价值的基础上， 基于网络分工视角， 对数据要素如

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展开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 数据

要素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影响存在两面性， 但在西方国家的主导下， 数据要素

将推动全球价值链向着区域化的方向重构； 机制分析显示， 数据要素能通过驱动生

产成本和贸易成本的相对变动， 直接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 数据要素还能通过在资

源配置、 技术创新和规则制度领域的深刻变革， 间接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 本研究

为不同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 共享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新机遇提供了明

确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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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 受逆全球化思潮等外部冲击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 （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ＧＶＣｓ） 的发展长期停滞， 生产碎片化水平持续下降 （ Ｍｉｒｏｕｄｏ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ｄｓｔｒöｍ， ２０２０） ［１］。 数字经济时代迎来了数据的爆炸式增长， 以数据为关键要素

的数字经济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 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

键力量。 数据作为链接全球资源的纽带， 加剧了全球生产关联的复杂化和国际贸易

关联的多元化， 推动了 ＧＶＣｓ 从传统链式结构逐步向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的网

络形态转变 （鞠建东等， ２０２０） ［２］。 数据要素为跨国企业重新调整分散在全球不同

区位的生产环节带来了新契机， 进而推动 ＧＶＣｓ 的分工格局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因此， 本文尝试从网络分工的视角出发， 探讨数据要素影响全球分工格局的内在逻

辑， 为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 （地区） 在 ＧＶＣｓ 重构背景下共享数字经济时代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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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新思路。
现有研究在数据要素如何影响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争议。 部分学

者认为， 数据的应用不会改变 ＧＶＣｓ 区域化调整的大趋势， 甚至会进一步加速这个

进程。 他们在研究中指出， 大数据和数字技术将恢复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力， 使得一

些生产过程可能从新兴经济体回流到本国或属于同一地区的邻近经济体 （Ａｎｃａｒａｎｉ
ａｎｄ Ｄｉ Ｍａｕｒｏ， ２０１８［３］； Ｄａｃｈ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４］ ）。 Ｂｕｔｏｌｌｏ （２０２１） ［５］ 认为， 一方面，
依赖于大规模实时数据的分析、 控制和协调， 自动化和智能化对低技术劳动力的替

代作用增强， 劳动力的重要性明显下滑， 使得发达经济体将生产工序回流的可能性

增加； 另一方面， 企业为满足不同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定制化需求， 会利用数据要素

加快推动生产活动的近岸外包， 以实现供应链的即时响应， 最终实现与用户共存的

生产者网络 （Ｌａｐｌｕｍ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６］， 从而推动 ＧＶＣｓ 向着本土化、 区域化的方

向重构。
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 数据要素将更多地驱动 “再全球化” 进程， 促使 ＧＶＣｓ

的生产环节在地理上进一步碎片化。 倪红福和田野 （２０２１） ［７］认为， 国际分工效率

依旧是影响 ＧＶＣｓ 生产布局的重要因素， 数据的流动和渗透允许跨国企业远程协调

外包的国际业务， 从而降低了本地集聚的有效性。 首先， 数据的投入降低了面对面

成本， 使劳动力和劳动力服务的地理分离变得可行， 发达经济体企业利用线上模式

能够雇用发展中经济体的熟练劳动力， 进而为继续享受劳动力成本套利提供了契机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ｓｌｉｄ， ２０２０） ［８］； 其次， 数据要素推动链主企业增强其价值链分割

能力， 使得 ＧＶＣｓ 的模块化和碎片化趋势日益凸显 （Ｌａｐｌｕｍ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最后，
对数据要素的有效利用将进一步弱化企业源自地理空间的贸易成本约束， 压缩与贸

易相关的调度和运输成本 （齐俊妍和任奕达， ２０２１） ［９］。 运输成本下降带来供应链

响应即时性的提高使得跨境贸易更加方便快捷， 从而促进了生产环节的离岸和外

包， 促使目前 ＧＶＣｓ 呈现出的全球化逆转、 衰退形式重新让渡于全球化特征。
综上， 虽然学界高度关注数据要素的战略价值， 但是对数据要素如何影响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尚未达成有效共识。 而且当前的研究大多只停留在定性分析， 缺乏

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实证检验予以支撑。 究其原因， 一方面， 是因为现有文献中对数

据要素的概念界定缺乏统一的标准， 关于数据要素如何参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也

尚未提出明确的路径， 这使得只有少数研究聚焦于数据要素的影响效应 （徐翔和

赵墨非， ２０２０［１０］； 蔡跃洲和马文君， ２０２１［１１］； 杨俊等， ２０２２［１２］ ）， 或是从人工智

能、 数字技术或者数字经济等更广泛的角度展开分析 （齐俊妍和任奕达， ２０２１；
黄亮雄等， ２０２３［１３］）； 另一方面， 是数据要素的量化和测度问题仍处于起步阶段，
导致与数据要素相关的实证研究难以形成体系。 Ｍａｎｙｉｋａ 等 （２０１６） ［１４］ 直接将数据

流量与国家 （地区） 经济价值相关联， 默认拥有更多数据流量的国家 （地区） 将

拥有更高的数据价值， 但两者之间并非是稳定的线性增长函数 （ Ｎｇｕｙｅｎ ａｎｄ
Ｐａｃｚｏｓ， ２０２０） ［１５］。 部分学者基于商业和货币化视角， 采用成本法、 市场法或收入

法直接量化数据要素的价值 （Ｒｅｉｎｓｄｏｒｆ ａｎｄ Ｒｉｂａｒｓｋｙ， ２０１９） ［１６］， 然而这些研究绝

大多数以自行调研收集的企业数据为基础， 通常缺乏可得性和可比性。 部分学者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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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采用一些方法间接量化数据要素， 或将数据作为基于知识的无形资产 （Ｂｙｒ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ａｄｏ， ２０２０） ［１７］， 或利用数据生产部门对下游部门的投入比重作为近似 （周
念利和姚亭亭， ２０２１） ［１８］， 或从反面量化隐含的数据要素价值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ａｒｅｌ ａｎｄ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２０２１） ［１９］。 总体而言， 目前的文献中在如何测度数据要素问题上并不具

备共识性， 也缺乏对不同维度数据要素动态变化趋势的准确把握， 相关研究存在巨

大的拓展空间。
鉴于此， 本文希望通过探讨数据要素如何影响 ＧＶＣｓ 的分工格局， 为丰富

ＧＶＣｓ 重构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做出贡献。 本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研究

进行拓展： 第一， 对核心概念数据要素进行界定， 并尝试建立完善的数据要素测度

框架。 通过在国家 （地区） 和行业层面构建国际可比的、 具有时间序列的数据要

素指数， 丰富数据要素的相关量化研究。 第二， 尝试从网络分工的视角出发， 以生

产布局的重构为落脚点， 探讨数据要素如何驱动 ＧＶＣｓ 重构， 为数字经济时代的

ＧＶＣｓ 重构问题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既有文献大多是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

间的 ＧＶＣｓ 分工地位差异出发， 研究 ＧＶＣｓ 价值分配重构的问题 （余振等，
２０１８［２０］； 黄亮雄等， ２０２３）。 本文引入复杂网络分析中的社团发现算法， 构建区域

内出口增加值地理集中度指标反映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的重构情况。 第三， 参考蔡继明

等 （２０２２） ［２１］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将数据要素引入生产函数， 明确数据要素按贡献

参与价值创造和分配的方式， 并构建数据要素影响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的理论模型， 为

后文的实证检验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四， 系统性地探索数据要素驱动 ＧＶＣｓ 分

工格局重构的内在机制， 并从区域、 行业以及数据价值化能力等视角展开异质性分

析， 为不同经济体在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重构的现实背景下擘画发展新路径、 新举措提

供借鉴。

二、 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说

综合现有文献对数据要素的概念界定， 本文认为数据要素是经过价值化处理的

数据资源， 具备生产要素和战略资源两种属性， 并且数据要素具有虚拟性， 无法以

独立要素形态存在， 参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需要中介和载体。 基于以上分析， 本

文构建数据要素影响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的理论模型。
（一） 数据要素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直接效应

本文首先参考蔡继明等 （２０２２） 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 研究数据要素参与价

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情况， 并将其封闭经济下的研究设定拓展至开放的全球分工环

境下。 由此， 本文深入探讨了数据要素创造的价值如何通过贸易活动与生产关联在

价值链上传递， 进而刻画数据要素对 ＧＶＣｓ 的重构效应。
本文模型的基本假设如下： 一是参与 ＧＶＣｓ 分工的仅有两个国家， 一个发达的

西方国家 （记为 Ｗ） 和一个发展中的东方国家 （记为 Ｅ） ， 两国具有相同的市场规

模与相同的需求偏好； 二是最终产品的生产包含 Ｎ 个连续的生产工序， 每个环节

生产一个中间品 ｉ＝ １， ……， Ｎ， 中间品可以在两国间贸易； 三是劳动是唯一的生

产要素， 劳动力在国内各生产环节之间完全流动， 但在两国之间完全不流动， 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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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需要在直接用于生产中间品还是用于生产数据中间品 （数据要素） 中进行

分配。
本文对包含数据要素的最终产品 Ｙ 的生产展开研究。 当 Ｙ 的中间品在 Ｗ 国生

产时， 需要雇佣一名工人的工资成本为 ｗ ， Ｗ 国的劳动生产率为 σ ， 购买制造中间

品的价格为 ＰＭ 。 Ｅ 国工人的工资水平 ｗ∗ 较低 （ｗ∗ ＜ ｗ） ， 其劳动生产率也较低

（σ∗ ＜ σ） 。 Ｗ 国和 Ｅ 国的综合中间品价格分别为：
　 　 　 　 　 　 　 　 π＝Ｃｄ

Ｄ×ｗ（１－ｄ）η×ＰＭ
（１－ｄ）（１－η）

　 　 　 　 　 　 　 　 　 　 π∗ ＝ （Ｃ∗
Ｄ ） ｄ× （ｗ∗） （１－ｄ）η× （σ ／ σ∗） ×ＰＭ

（１－ｄ）（１－η） （１）
其中， Ｃｄ

Ｄ 为数据要素的价值， ＰＭ 代表所需制造业中间品的综合价格。 ｄ 体现了

生产的中间品中数据要素投入的份额， η 则为制造中间品的劳动力投入系数①。 当

Ｗ 国中间品的生产成本高于将生产转移给 Ｅ 国的生产转移成本时会进行国际分工。
此时， 最终产品 Ｙ 的生产分解过程可以视为各国 （地区） 在 ＧＶＣｓ 上比较优势的转

换， 国际分工取决于数据要素、 制造中间品生产率和相对工资的函数。 而数据要素

的价值取决于原始的数据资源积累 Ｄ０ 以及处理数据的劳动力份额 ＬＤ 。 当劳动投入

到数据价值化环节， 能将数据处理成有价值的数据中间品 （数据要素） 进入产品

生产过程， 将有效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效率。 为简化分析， 模型假设数据可以自由

贸易， 但每个国家 （地区） 的数据要素只能由本国劳动力生产， 并且一国用于生

产制造中间品和用于生产数据要素的劳动力具有相同的生产力和工资水平。 因此，
两国用于最终生产的数据要素将由 Ｗ 国和 Ｅ 国对原始数据资源以相等份额生产而

成， 最终产品的生产分解过程可以视为各国 （地区） 在 ＧＶＣｓ 上比较优势的转换，
国际分工取决于生产率和相对工资的函数。

基于此， 本文参考 Ｂａｌｄｗｉｎ 和 Ｆｏｒｓｌｉｄ （２０２０） 的简单设定， 在图 １ 中绘制了数

据要素对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的影响。 纵轴表示 Ｅ 国和 Ｗ 国在连续的不同中间品 ｉ 的生

产成本比例差异， 即 ［π∗（ ｉ） － π（ ｉ）］ ／ π∗（ ｉ） 。 横轴表示不同的中间品 ｉ ， ｈ（ ｔ） 为

分工临界点， 此时 Ｅ 国和 Ｗ 国之间不存在生产成本差异。 此外， 在传统国际贸易

理论中， 贸易成本是影响国际分工格局的重要因素。 因此， 一国在生产环节的比较

优势是否能够转化为国际分工也取决于贸易成本， 贸易成本由横向虚线表示。
根据理论模型分析， 数据要素能显著降低中间品生产成本， 此时国家间的生产

成本差异线的旋转情况见图 １ （ａ）。 然而， Ｗ 国的数据价值化能力更高会导致图 １
（ａ） 中的零线下移， 使得 Ｗ 国在原本 Ｅ 国有比较优势的中间品生产中更具竞争力，
减少了将中间品生产转移至 Ｅ 国的动机。 此时， Ｗ 国更愿意选择在国内完成中间品

生产， 使得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向本土化、 区域化的方向演进。
数据要素的有效利用还将使企业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搜寻、 交易和运输成本大幅

降低， 推动代表贸易成本的横向虚线向零线靠近。 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 在 ｉ ∈
（ｈ′

１（ ｔ）， ｈ″
１（ ｔ）） ， ｉ ∈ （ｈ″

２（ ｔ）， ｈ′
２（ ｔ）） 的中间品生产环节国际分工更具吸引力，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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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此处未列出数据要素参与价值创造和分配的生产函数以及数据要素影响国际分工格局的完

整推导过程， 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而推动了 ＧＶＣｓ 的碎片化。 同样地， 由于 Ｗ 国的数据价值化能力更高， 允许自由跨

境流动的数据可能更有利于 Ｗ 国参与国际分工。 在图 １ （ｂ） 中则反映为水平线的

不对称移动， Ｗ 国的贸易成本 τ 出现明显下降， 但 Ｅ 国的贸易成本 τ∗ 下降较小。

图 １　 数据要素对全球分工格局的影响

由此可见，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各国 （地区） 基于劳动力成本的比

较优势和贸易成本之间的贸易利差所驱动。 数据要素推动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的降

低对于Ｗ国和 Ｅ 国的企业参与 ＧＶＣｓ 分工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然而， 数据要素促

进生产成本节约带来的区域化趋势以及数据要素推动贸易成本节约带来的全球化趋

势中， 哪种成本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仍不明确， 数据要素对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的影响

方向取决于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的相对重要性。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１ａ： 数据要素会重构 ＧＶＣｓ 的分工格局， 生产成本的节约效应起到主导作

用， 推动 ＧＶＣｓ 向着区域化方向演进。
假说 １ｂ： 数据要素会重构 ＧＶＣｓ 的分工格局， 贸易成本的节约效应起到主导作

用， 推动 ＧＶＣｓ 向着碎片化方向演进。
（二） 数据要素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间接效应

本文通过上述分析得出数据要素会直接影响企业参与 ＧＶＣｓ 分工时需要面临的

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 大型跨国企业为降低企业成本， 将重塑其全球生产布局。 然

而， 数据要素对 ＧＶＣｓ 分工的影响除了直接的成本节约效应以外， 还需考虑两者之

间存在的间接效应。 在 ＧＶＣｓ 重构的相关研究中， 全球资源禀赋的调整和技术变革

是推动国际分工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内生性动力， 而制度因素是影响 ＧＶＣｓ 重构

最重要的外源性动力 （黄亮雄等， ２０２３）。 因此， 数据要素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

ＧＶＣｓ 的分工格局， 高度依赖于全球的资源配置现状、 技术创新水平以及国家规则

制度环境。 然而， 资源配置、 技术创新和规则制度作为影响渠道， 对于 ＧＶＣｓ 分工

格局的影响方向并不明确。 本文据此展开进一步分析。
（１） 资源配置效应。 一方面， 数据要素能够依托网络化的流通渠道， 利用自

身承载的有效信息缓解要素配置领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进而打破传统生产要素的

流动性障碍， 增强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和协同性 （蔡跃洲和马文君， ２０２１）； 另一方

面， 数据要素能够推动传统要素间的优化重组， 实现生产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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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进而最大限度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Ｄａｃｈ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通过重组要素市

场、 疏导闲置生产要素、 矫正低效率配置方式， 数据要素可以推动资源从低效率部

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 各经济体在 ＧＶＣｓ 中对既有资源的再配置会带来利益的再分

配以及空间的再分布， 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必然会推动 ＧＶＣｓ 当前的区域化分工格

局重新让渡于碎片化、 全球化。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２： 数据要素会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推动 ＧＶＣｓ 向碎片化方向演进。
（２） 技术创新效应。 首先， 数据要素可以为研发活动寻找更加精准可行的新

发展路径， 减少产品研发中所需的试错成本， 推动技术的突破性创新 （谢康等，
２０２０） ［２２］ ； 其次， 数据要素的跨国流动为各个经济体之间提供了新的互动方式，
为全球不同经济体之间实现知识链接、 形成研发网络提供了契机， 有利于技术创

新能力的提升 （齐俊妍和任奕达， ２０２１）； 最后， 数据要素通过提高生产者和消

费者之间的透明度， 推动企业与消费者的协同创新， 大幅提升研发创新效率和技

术创新水平 （肖静华等， ２０１８） ［２３］ 。 大量西方学者提出当前全球生产布局的

“近岸回流” 趋势源自于技术创新水平提高带来的生产响应能力提升以及产品定

制化需求增加 （Ｄａｃｈ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Ｂｕｔｏｌｌｏ， ２０２１）。 企业能够在实现成本控制的

同时， 缩短与目标市场的实际距离， 使得国内生产满足对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大

部分需求， 降低了生产碎片化的吸引力 （Ｄｅ Ｂａ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Ｆｌａｉｇ， ２０１７） ［２４］。 由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３： 数据要素会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推动 ＧＶＣｓ 向区域化方向演进。
（３） 规则制度效应。 作为数字经济架构的基础， 围绕数据的生成、 流动、 分

配与使用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权力在大国间展开博弈， 然而当前与数据相关的关键领

域尚未形成具有约束性、 普遍性或可操作的规则体系 （Ｄａｚ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２５］。 错

综复杂的数据相关条款会产生 “意大利面碗效应”， 进而加剧全球治理的碎片化，
使得 ＧＶＣｓ 进一步走向制度性割裂。 随着数据要素引发的 “治理赤字” 加剧， 各经

济体考虑到本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 在数字监管和治理上更倾向采用广泛的边境

内监管措施以保障本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当 ＧＶＣｓ 分工碎片化的扩张潜力耗尽时，
将无法再应对经济体间制度冲突带来的沉重压力， 进而引发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的区域

化调整。 由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４： 数据要素会通过降低数字监管开放度， 推动 ＧＶＣｓ 向着区域化方向

演进。

三、 数据要素的测度与分析

根据上文对数据要素的概念界定可知， 数据本身并不能直接作用于生产， 只有

经过价值化处理才能释放其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 因此， 要使数据能作为关键要素

参与 ＧＶＣｓ 的生产环节需要依赖三大动力： 一是海量的原始数据资源； 二是开发数

据要素价值的能力； 三是附着数据要素的载体。 基于此， 本文构建数据要素的测度

框架 （见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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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数据要素的测度示意图

（一） 国家数据要素指数的测度

互联网带宽衡量了指定时间内可以通过互联网连接传输的最大数据量， 被认为

是衡量数据规模的有效指标 （Ｍａｎｙｉｋ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本文主要采用国家移动带宽

和固定带宽的接入数量总和测算国家互联网带宽数据， 取对数后作为国家层面数据

规模 （Ｄｓｃａｌｅ） 的替代指标。 然而， 单凭数据规模的简单测量并不足以体现数据要

素的价值， 一国是否掌握将数据转化为生产力的数据价值化能力才是其赢得国际竞

争的关键因素 （蔡继明等， ２０２２）。 因此，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的数据统计绩效指数

（ＳＰＩ） 的测度框架构建数据价值化能力的量化指数， 该指数在国际上可比且具有

成本效益， 可用来评估不同国家在数据的可得性、 质量和可用性方面的差距。 一国

的 ＳＰＩ 指数越高， 说明该国越有能力推动数据价值化， 进而产生更多满足经济生产

活动的高质量、 高颗粒度和高可信度的数据要素。
本文的数据价值化能力测度框架共涵盖数据使用、 数据服务、 数据产品、 数据

来源和数据基础设施 ５ 个关键领域 ｒ 的 ２２ 个维度 ｑ ， 包含 ５１ 项具体指标 ｊ①。
（１） 数据使用主要涵盖 ５ 类用户的数据使用情况， 包括国家立法机关、 行政部门、
民间社会、 学术界以及国际组织。 数据只有被需要和使用时才具有价值， 更多的数

据需求能带来强大的网络效应和学习效应， 倒逼国家进一步投资以创造更多、 更有

价值的数据。 （２） 数据服务包括数据发布的质量、 在线访问数据的丰富和开放度、
与统计相关的咨询和分析服务的有效性以及数据访问服务的可用性。 数据服务水平

越高说明国家越有能力从原始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和知识， 形成价值化的数据。
（３） 数据产品依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分类方式， 主要涵盖社会、 经济、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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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政治制度 ４ 个维度。 这些国际可比的数据产品体现了国家统计系统生成高质量

数据的能力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２６］。 （４） 数据来源涵盖国家官方统计数据、
行政数据、 地理空间数据以及私营部门和个人生成的数据。 数据来源越丰富越能产

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 有利于国家和企业利用这些数据资源优化生产和决策， 创造

更多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５） 良好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加快数据的流动和渗

透， 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 本文主要从软基础设施水平测度数据基础设施， 包

含立法和治理、 标准和方法、 技能水平、 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提供支持的金融资本 ５
个维度。 由此， 一国的数据价值化能力 ＳＰＩｃｔ 的计算公式如下：

ＳＰＩ＿ ｑｃｒｑｔ ＝ ∑
Ｎｊ

ｊ ＝ １

ｓｃｏｒｅｃｒｑｊｔ
Ｎ ｊ

； ＳＰＩ＿ ｒｃｒｔ ＝ ∑
Ｎｑ

ｑ ＝ １

ωｒｑ × ＳＰＩ＿ ｑｃｒｑｔ

Ｎｑ
（２）

ＳＰＩｃｔ ＝ ∑
５

ｒ ＝ １

ＳＰＩ＿ ｒｃｒｔ
Ｎｒ

æ

è
ç

ö

ø
÷ ／ １００， ｒ ＝ １， ２， ３， ４， ５{ } （３）

其中， ｓｃｏｒｅｃｒｑｊｔ 表示 ｔ 年国家 ｃ 在数据领域 ｒ 的具体维度 ｑ 中单项指标 ｊ 的得分。
参照 ＳＰＩ 数据库的赋分和加权方法， 本文依次计算出各个维度 ＳＰＩ＿ ｑｃｒｑｔ 、 各个领域

ＳＰＩ＿ ｒｃｒｔ 的得分情况。 通过对五个领域的得分进行简单平均， 得到国家层面的数据

价值化能力指数。 最后， 将数据价值化能力指数与该国数据规模相乘， 国家 ｃ 的数

据要素指数为：
Ｄｖａｌｕｅｃｔ ＝ ＳＰＩｃｔ × Ｄｓｃａｌｅｃｔ （４）

（二） 行业数据要素渗透水平的测度

由于数据要素的虚拟性特点， 数据需要相应的中介和载体才能作为生产要素参

与生产活动。 即使一个国家拥有很强的数据价值化能力， 如果这些数据要素无法有

效渗透至各个行业， 则无法发挥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能力。 因此， 本文认为数据要

素要通过数字中间品作为载体渗透至各个行业， 进而影响 ＧＶＣｓ 分工。 借鉴齐俊妍

和任奕达 （２０２１） 求解行业数字强度的方法， 本文利用行业增加值投入中的数字

部门 ｄ 的占比， 基于完全消耗系数法测度行业数字化水平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ｉｔ） 。 根据行业 ｉ
内含的数字增加值来自国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 还是国外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 ， 属于数字制造部门

Ｄｉｇ＿ Ｍ 还是数字服务部门 Ｄｉｇ＿ Ｓ 进行分解， 本文的测算公式如下：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ｉｔ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Ｍｃｉｔ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Ｓｃｉｔ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Ｍｃｉｔ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Ｓｃｉｔ

＝
∑

ｄ∈Ｄｉｇ＿Ｍ
ｖｄ ｃｂｄｉ

ｃｃｅｉ ｃ

ｅｉ ｃ
＋

∑
ｄ∈Ｄｉｇ＿Ｓ

ｖｄ ｃｂｄｉ
ｃｃｅｉ ｃ

ｅｉ ｃ
＋
∑
ｃ≠ｋ；

∑
ｄ∈Ｄｉｇ＿Ｍ

ｖｄ ｋｂｄｉ
ｋｃｅｉ ｃ

ｅｉ ｃ
＋
∑
ｃ≠ｋ；

∑
ｄ∈Ｄｉｇ＿Ｓ

ｖｄ ｋｂｄｉ
ｋｃｅｉ ｃ

ｅｉ ｃ

（５）
基于此， 数据要素将附着于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渗透至各个行业， 进而得到各

行业的数据要素渗透指数①：
Ｄｖａｌｕｅｃｉｔ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ｉｔ × Ｄｖａｌｕｅｃ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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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由上述理论分析可知， 数据要素对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的重构体现在价值活动在地

理上的重新分散和集中， 进而向着碎片化或者区域化的方向演进。 据此， 本文构建

多维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据要素是否加速了当前 ＧＶＣｓ 呈现出的区域化特征：

ＲＧＶＣｃｉｔ ＝ β０ ＋ β１Ｄｖａｌｕｅｃｉｔ ＋ βｍ ∑
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
＋ μｃ ＋ μｉ ＋ μｔ ＋ εｃｉｔ （７）

式 （７） 中的核心解释变量 Ｄｖａｌｕｅｃｉｔ 代表国家 ｃ 行业 ｉ 第 ｔ 年的数据要素渗透水

平。 被解释变量 ＲＧＶＣｃｉｔ 表示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重构的情况， 采用国家 ｃ 行业 ｉ 的区域

内增加值出口地理集中度进行测算。 ∑
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
为控制变量集合， 所有变量均进行

对数处理后参与回归， 主要包含与贸易伙伴签订 ＲＴＡ （区域内、 区域外）、 经济发展

水平、 自然资源丰裕度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等经济体特征变量。 μｃ 表示国家层面固定效

应， μｉ 表示行业层面固定效应， μｔ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εｃｉｔ 为模型估计的误差项。
（二） 变量选取

１ 被解释变量： 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重构指数 （ＲＧＶＣ）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的重构体现在价值活动在地理上是更加碎片化， 还是更加集

中。 地理集中度描述了 ＧＶＣｓ 中各个国家 （地区） 对外贸易的地理集中程度， 刻画

了 ＧＶＣｓ 中各经济体的地理足迹和价值分布。 因此， 本文从本国—贸易伙伴—行业

—年份四维层面构建 ＧＶＣｓ 网络， 通过对传统测算贸易地理集中度的 Ｇｉｎｉ －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系数进行改进， 计算出参与 ＧＶＣｓ 网络分工的国家 ｃ 行业 ｉ 的区域内出口

增加值地理集中度， 作为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重构的表征：

ＲＧＶＣｃｉｔ ＝ ｌｎ ∑
ｎ

ｐ ＝ １

ＤＶＡｃｐｉｔ × δ（ｃ， ｐ）
ＤＶＡｃｉｔ

æ

è
ç

ö

ø
÷

２æ

è
çç

ö

ø
÷÷ （８）

ＲＧＶＣｃｉｔ 代表第 ｔ 年国家 ｃ 行业 ｉ 的增加值出口地理集中度， 得分越高说明该国

行业出口价值越集中， ＧＶＣｓ 越倾向于向着区域化的方向重构， 反之则说明出口价

值的地理分布相对分散， ＧＶＣｓ 会进一步向着碎片化的方向重构。 ＤＶＡｃｐｉｔ 表示在

ＧＶＣｓ 网络中第 ｔ 年由 ｃ 国行业 ｉ 流入到同一个区域的贸易伙伴 ｐ 的国内增加值份

额。 δ（ｃ， ｐ） 衡量 ｃ 国和贸易伙伴 ｐ 在 ＧＶＣｓ 网络中是否属于同一区域 （是取 １， 否

则取 ０）。
本文对区域的划分采用社团发现算法， 根据网络中节点间的连接强度对节点进

行聚类处理， 进而将网络划分为不同的区域。 通过计算发现， 样本期内的 ＧＶＣｓ 网

络被划分为以美国、 德国、 中国为核心的三个区域， 呈现 “三足鼎立” 的国际分

工格局， 这与鞠建东等 （２０２０） 提出的观点具有一致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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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球价值链网络的构建规则、 区域划分的具体方法和划分结果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

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２ 解释变量： 数据要素渗透指数 （Ｄｖａｌｕｅ）
数据要素的具体指标测算方法详见上文。
３ 控制变量

数据要素并不是推动 ＧＶＣｓ 重构的唯一驱动因素， 因此需要将可能影响一国出

口地理集中度的其他因素纳入控制变量。 考虑到很多文献强调了贸易协定对企业在

全球生产范围进行重新配置的重要性 （Ｇｅｒｅｆｆ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２７］， 本文借鉴林僖

（２０２１） ［２８］的方法， 依据协定缔约方所处的区域， 测算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 签订

情况取对数后作为控制变量。 当一国与同一区域内的贸易伙伴签订的 ＲＴＡ＿ ｉｎｃｐｔ 越

多， 越有可能推动 ＧＶＣｓ 的区域化演进； 而与区域外国家 （地区） 签订 ＲＴＡ＿ ｏｕｔｃｐｔ
越多则越有利于 ＧＶＣｓ 的碎片化。 此外， 模型的控制变量还包括经济体特征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 自然资源丰裕度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取

自然对数后参与回归。
（三） 数据说明

首先， 本文数据要素的测度数据主要源自于国际电信联盟 （ＩＴＵ） 的互联网带

宽数据库、 世界银行 （ＷＤＩ） 的 ＩＳＰ 数据库以及亚洲开发银行 （ＡＤＢ） 的多区域

投入产出表 （ＭＲＩＯ） 数据库； 其次， 由于数据要素的影响会因行业数字化程度而

异， 因此本文利用 ＡＤＢ—ＭＲＩＯ 测算行业层面的数据， 并结合 ＡＤＢ 的行业划分标

准， 选择 ｃ１４、 ｃ２７ 作为数字制造和数字服务部门的表征①。 控制变量源于 ＷＴＯ 的

ＲＴＡ 数据库以及 ＷＤＩ 数据库； 最后， 进行合并处理并剔除缺失的国家 （地区） 和

行业样本后， 本文仅保留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 ５８ 个国家 ３３ 个行业样本参与回归②。

五、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根据式 （７）， 本文构建回归模型验证数据要素对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重构的影响效

应，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１。 第 （ １） 列仅控制国家、 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第

（２）、 （３） 列逐步加入控制变量。 此外， 对模型中各指标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ＶＩＦ 检验结果仅为 １ １４， 说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研究结果表明， 数据要素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数据要素

的有效渗透显著推动了区域增加值出口地理集中度的提升， 使价值趋于流入属于相

同区域的其他贸易伙伴。 数据要素为企业实现更高效的生产制造以及更快速的生产

响应提供了机遇， 进而降低了企业通过生产碎片化实现生产效率提高的动机， 是驱

动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呈现出区域化的重要力量， 假说 １ａ 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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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ＤＢ－ＭＲＩＯ 中 ｃ１４ （光电设备制造业） 匹配 《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ＩＳＩＣ ／ Ｒｅｖ４） 中的 Ｃ２６； ｃ２７ （邮电

服务业） 对应匹配 ＩＳＩＣ ／ Ｒｅｖ４ 中的 Ｊ６１。
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新冠疫情对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的巨大冲击， 本文的实证检验部分仅包含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的样本， 使得本文的实证结果分析仅代表数据要素对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的短期影响。 此外， 本文

合并后的数据中包含的经济体数据均为国家样本数据， 不包含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等地区的数据。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ＲＧＶＣ ＲＧＶＣ ＲＧＶＣ

（１） （２） （３）

Ｄｖａｌｕｅ ０ ０７０６∗∗∗ ０ ０７０６∗∗∗ ０ ０６９９∗∗∗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１１７）

ＲＴＡ＿ｉｎ ０ ７８７０∗∗∗ ０ ８３０５∗∗∗

（０ ２８２１） （０ ２８４３）

ＲＴＡ＿ｏｕｔ
－０ ０７４６∗ －０ ０８６４∗∗

（０ ０３８８） （０ ０３９０）

ＧＤＰ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４６）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０ １１７０∗∗

（０ ０５０１）

ＯＦＤＩ ０ ０２０６∗∗∗

（０ ００６８）

常数项
－０ ７９６９∗∗∗ －２ ４９６８∗∗∗ －３ ２４４４∗∗∗

（０ ０７１８） （０ ６４５５） （０ ６８７８）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６ ５６８ ６ ５６８ ６ ５６８

Ｒ２ ０ ２３０１ ０ ２３１３ ０ ２３３３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二） 稳健性检验

为尽可能降低模型估计的偏误， 本文采取替换变量与替换估计方法两种途径对

上文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在替换测度指标的稳健性检验中， 本文进一步考虑到返

回增加值的影响， 将计算增加值出口地理集中度中的 ＤＶＡ 替换为 （ＤＶＡ ＋ ＲＤＶ） 作

为完整的国内增加值测度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见表 ２ 第 （１）、 （２） 列。 在

替换估计检验方法的稳健性检验中， 采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能有效缓解

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参考黄群慧等 （２０１９） ［２９］的方法， 选用 Ｔｅｌ１９８４ 与上

一年各行业数字化投入水平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 （ ＩＶｃｉｔ） 对模型进行两阶段最小

二乘法估计 （２ＳＬＳ）， 内生性检验结果见表 ２ 第 （３）、 （４） 列①。 工具变量的检验

中不可识别检验统计量 Ｐ 值为 ０ 且弱识别检验统计量拒绝原假设， 证明了选取的工

具变量合理有效。 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 且在统计和经济上均非

常显著， 证明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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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方面， 数据要素的流通和渗透所依托的数字基础设施早期多见于固定通讯网， 因此历史上固定电话

普及率高的经济体将更有可能创造实现数据要素价值创造和流动的环境， 满足相关性要求； 另一方面， 随着

现代社会发展中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已经取代固定电话， 固定电话存量和增量的大幅下降使得历史固定电话数

量难以作用于目前的 ＧＶＣｓ 重构， 满足外生性要求。
限于篇幅， 完整回归结果未列出， 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

目查阅、 下载。



表 ２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替换指标 内生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Ｄｖａｌｕｅ ０ ０６９９∗∗∗ ０ ０６９２∗∗∗ ０ ０７５４∗∗∗ ０ ０７５２∗∗∗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１５８）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１１５）

常数项
－０ ７９３７∗∗∗ －３ ２３４９∗∗∗ －０ ８２１６∗∗∗ －３ ２７３９∗∗∗

（０ ０５６７） （０ ６５３０） （０ ０７０９） （０ ６７４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６ ５６８ ６ ５６８ ６ ３１９ ６ ３１９

Ｒ２ ０ ２２９２ ０ ２３２４ ０ ２３５４ ０ ２３８３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三） 异质性检验

１ 区域异质性检验

相较于当前普遍利用国家 （地区） 发展水平进行样本划分的异质性检验， 本

文的研究更强调国家 （地区） 的地域差异。 本文将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 １ 定义为

发展中的东方国家 （Ｅ 国）， 将以美国为核心的区域 ２ 和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国家代

表的区域 ３ 定义为发达的西方国家 （Ｗ 国）。 表 ３ 第 （１）、 （２） 列分别为 Ｅ 国和 Ｗ
国的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 数据要素对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的影响可能

存在两面性， 但在欧美国家的主导下， 区域化成为主要趋势。 对于欧美为首的西方

国家而言， 依赖实时数据推进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对低技术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增强，
西方国家将生产过程从远东国家回流到隶属同一区域的邻近国家， 进而推动 ＧＶＣｓ
的区域化调整。 然而， 在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国家样本中， 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

为负， 虽不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数据要素会弱化源自地理空间的贸易成本约

束， 促进亚太地区国家价值链的地理分布多元化。

表 ３　 区域和行业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区域异质性检验 行业异质性检验

Ｅ 国 Ｗ 国 农业 制造业 服务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ｖａｌｕｅ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５４３∗∗∗ 　 －０ ０９３５ 　 ０ ０４３３∗ 　 ０ ０８０８∗∗∗

（０ ０５０５） （０ ０１２１） （０ ０６３３） （０ ０２６１） （０ ０１４５）

常数项
－２ ９６１８∗∗∗ －１ ９４８６∗∗∗ －１ ０５８９ －２ ２６３４∗∗∗ －５ ７８４１∗∗∗

（０ ４５５０） （０ ４２２４） （１ ７２９０） （０ ７２０２） （１ １５６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 ４６２ ５ １０６ ３８８ ３ １０９ ３ ０７１

Ｒ２ ０ ２２４６ ０ ３０４５ ０ ６０３４ ０ ３６４１ ０ ２４６６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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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行业异质性检验

由于不同行业的数据要素渗透水平存在差异， 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数据要素是

否会因为不同行业间的特性差异而影响该行业的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 具体检验结果见

表 ３ 第 （３） — （５） 列。 结果显示， 数据要素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区域化演进有

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 说明数据要素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渗透和应用使得相关企业

更倾向于在市场附近部署其生产活动， 以便更快、 更灵活地应对市场需求的即时变

化。 然而农业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产业更大程度涉及的是国家

自然资源， 其生产和贸易本质上受到各国自身条件的制约。
３ 数据价值化能力异质性检验

不同国家数据要素的价值差异可能源于数据价值化过程中不同细分领域的差

异。 本文基于五个细分领域的数据价值化能力展开异质性研究， 结果见表 ４。 研究

结果显示， 一国的数据使用、 数据服务、 数据产品、 数据来源和数据基础设施水平

提升均能显著提高区域增加值出口地理集中度。 其中， 数据使用的系数在五个分项

指数中最大， 说明伴随着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异质性增强， 为保障生产的即

时性和有效性， 企业必然要求不同生产环节更加集中， 进而推动 ＧＶＣｓ 的区域化

重构。

表 ４　 数据要素价值化能力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数据使用 数据服务 数据产品 数据来源 数据基础设施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ｖａｌｕｅ ０ ０７０９∗∗∗ ０ ０６７４∗∗∗ ０ ０７０１∗∗∗ ０ ０６９６∗∗∗ ０ ０６７２∗∗∗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１１６）

常数项
－３ １４６２∗∗∗ －３ １６１０∗∗∗ －３ １１１６∗∗∗ －３ １０１８∗∗∗ －３ １６７２∗∗∗

（０ ６８８０） （０ ６８８２） （０ ６８８３） （０ ６８８４） （０ ６８８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６ ５６８ ６ ５６８ ６ ５６８ ６ ５６８ ６ ５６８

Ｒ２ ０ ２３３４ ０ ２３３１ ０ ２３３３ ０ ２３３３ ０ ２３３０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六、 机制检验

（一） 直接效应检验

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是影响企业选址决策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 生产成本的降

低使得生产活动即便分配至高工资国家也变得有利可图。 伴随着消费者的需求异质

性不断增强， 生产成本节约效应激励各国企业选择更加靠近最终用户市场的地点进

行生产， 进而推动了 ＧＶＣｓ 的本土化、 区域化演进 （Ｄｅ Ｂａ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Ｆｌａｉｇ，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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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ｔｏｌｌｏ， ２０２１）。 另一方面， 贸易成本的降低弱化了源自空间和地理的限制， 降

低了中小企业进入和参与价值链贸易的壁垒。 数字平台的出现以及物流成本的进

一步压缩， 使得全球化采购更具有吸引力， 进而推动了 ＧＶＣｓ 的碎片化和全球化

演进 （裴长洪和刘斌， ２０１９［３０］； Ａｎｔｒàｓ ａｎｄ Ｄｅ Ｇｏｒｔａｒｉ， ２０２０［３１］ ）。 据此， 本文在

理论部分指出，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的演进结果取决于数据要素促进生产成本节约带来

的本土化趋势和贸易成本下降带来的全球化趋势之间的博弈。 为验证假说 １， 本文

构建中介模型检验数据要素对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重构的直接效应。 其中， 采用各国行业

生产成本占其生产和贸易总成本的比值， 即相对成本指数作为中介变量 （Ｃｏｓｔｃｉｔ）①。
同时， 为了保证中介效应的存在性， 本文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对中介效应做了进一

步检验。
表 ５ 汇报了直接效应的机制检验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

量， 数据要素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数据要素对生产成本的成本节约效应相

较于贸易成本而言更明显。 当各行业中生产成本的相对重要性提升时， 本土化趋势

会超越碎片化趋势， 推动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的区域化演进， 假说 １ａ 得证。

表 ５　 直接效应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Ｃｏｓｔ ＲＧＶＣ Ｃｏｓｔ ＲＧＶＣ

（１） （２） （３） （４）

Ｃｏｓｔ ０ １６５∗∗∗ ０ １６４∗∗∗

（０ ０５５１） （０ ０５５１）

Ｄｖａｌｕｅ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８９６∗∗∗ ０ ０１０３∗∗∗ ０ ０８９９∗∗∗

（０ ００３２４） （０ ０１２０） （０ ００３２４） （０ ０１２０）

常数项
０ ５８８∗∗∗ －０ ８９１∗∗∗ ０ ６２０∗∗∗ －２ ８１２∗∗∗

（０ ０２２０） （０ ０６５１） （０ １８２） （０ ６０９）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 ９９９ ４ ９９９ ４ ９９９ ４ ９９９

Ｒ２ ０ ７６５ ０ ３２１ ０ ７６５ ０ ３２３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二） 间接效应检验

为验证理论部分提出的假说 ２—假说 ４， 本文尝试采用调节效应模型， 检验资

源配置、 技术创新和规则制度是否是数据要素驱动 ＧＶＣｓ 重构的重要因素。 为消除

模型的多重共线性， 本文在检验中分别对解释变量、 调节变量和交乘项做中心化处

理后再进行回归， 间接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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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此处未列出中介模型以及中介指标的详细计算公式， 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

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１ 资源配置渠道检验

资源重新配置是影响 ＧＶＣｓ 重构的重要内生动力， 表现在不同经济体产业资源

错配的改善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本文借鉴李青原和吴滋润 （２０２２） ［３２］ 的方

法， 利用国家间产业增长率的相关性测算各国的资源配置效率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国家

间各行业增加值增长率的联动性越强， 资源配置效率相应越高。 回归结果显示，
Ｄｖａｌｕ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会弱化数据

要素驱动 ＧＶＣｓ 区域化的演进趋势， 使其重新转向碎片化， 假说 ２ 得证。 然而， 伴

随着各国对生产快速响应以及小规模定制化需求的增加， 可能会降低各国企业通过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全球化布局的意愿， 进而推动 ＧＶＣｓ 向着区域化方向演进。
２ 技术创新渠道检验

数据要素的渗透推动了各产业部门的生产技术创新， 在促进产品定制、 缩短开

发时间和提高对客户需求的响应能力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这会推动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向着区域化演进。 本文在衡量国内技术创新水平的基础上， 考虑到国外技

术溢出对本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贡献， 利用各国 Ｒ＆Ｄ 支出总额与该国知识产权

引进费用占 ＧＤＰ 的比重相乘对国家层面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行表征。 并且基于不同

行业的价值俘获能力差异， 本文将国家技术创新水平与该国各行业增加值占比相

乘， 得到行业层面的技术创新水平指标 （Ｔｅｃｈ） 。 表 ６ 第 （３）、 （４） 列报告了技术

创新渠道的检验结果。 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说 ３ 的存在性， 即数据要素带来的技术创

新水平提升会驱动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的区域化重构。

表 ６　 间接效应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 Ｒｕｌ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ｖａｌｕ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０ ３６３４∗∗∗ －０ ３１３６∗∗∗

（０ １１１６） （０ １１３４）

Ｄｖａｌｕｅ×Ｔｅｃｈ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１８）

Ｄｖａｌｕｅ×Ｒｕｌｅ －０ ２０７８∗∗ －０ ２０７８∗∗

（０ １００１） （０ １０００）

Ｄｖａｌｕｅ ０ ０５７９∗∗∗ ０ ０５８７∗∗∗ ０ ０５９６∗∗∗ ０ ０５８５∗∗∗ ０ １０８５∗∗∗ ０ １０９９∗∗∗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１１８）

常数项
－０ ８２７９∗∗∗ －３ １４５６∗∗∗ －０ ８８７４∗∗∗ －２ ２２４６∗∗∗ －０ ８２５５∗∗∗ －２ ８９２０∗∗∗

（０ ０７１４） （０ ６８８５） （０ ０６２４） （０ ６４１５） （０ ０６２６） （０ ６１３４）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６ ５６８ ６ ５６８ ５ ８１９ ５ ８１９ ５ ０２０ ５ ０２０

Ｒ２ ０ ２３３１ ０ ２３５８ ０ ２８６４ ０ ２８８７ ０ ３１９７ ０ ３２２７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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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规则制度渠道检验

数据的治理方式与传统的贸易产品和服务不同， 由此对传统的国际制度和规则

造成的冲击将影响 ＧＶＣｓ 的分工格局。 鉴于此， 本文参考 Ｍｏｎｔｅｎｅｇｒｏ 和 Ａｒａｒａｌ
（２０２０） ［３３］的方法， 采用 ＩＴＵ 的 ＩＣＴ 监管跟踪器的使用和编码方式， 构建数字监管

开放度指数①， 取对数后对规则制度指标 （Ｒｕｌｅ） 进行表征， 检验数据要素带来的

规则制度变革是否会影响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 表 ６ 第 （５）、 （６） 列显示， 数字监管

开放度的降低使得跨国企业在重组全球生产活动时， 更倾向于选择本土化、 区域化

的生产决策， 假说 ４ 得证。

七、 结论与政策启示

数据要素的几何级增长能创造出超越传统生产要素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会对当

前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产生冲击。 本文基于网络分工的视角， 对 ＩＴＵ 数据库、 ＷＤＩ 的

ＩＳＰ 数据库以及 ＡＤＢ—ＭＲＩＯ 数据库进行匹配， 详细地探讨了数据要素对 ＧＶＣｓ 分

工格局重构的影响， 结论如下： 第一， 数据要素的有效渗透将推动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

的重构， 并且在欧美国家的主导下， 数据要素将推动 ＧＶＣｓ 向着区域化的方向演

进； 第二， 数据能作为关键要素参与 ＧＶＣｓ 分工依赖于三大动力： 海量的原始数据

资源、 开发数据要素价值的能力以及附着数据要素的载体， 数据要素对 ＧＶＣｓ 分工

格局影响的差异源于各国在数据使用、 数据服务、 数据产品、 数据来源和数据基础

设施领域的数据价值化能力差异； 第三， 机制分析表明， 通过驱动生产成本与贸易

成本的相对变动， 数据要素能直接推动 ＧＶＣｓ 重构， 通过在资源配置、 技术创新和

规则制度领域的深刻变革， 数据要素能间接推动 ＧＶＣｓ 重构， 其中， 技术创新水平

提升、 数字监管开放度下降深化了数据要素对 ＧＶＣｓ 的区域化进程， 而资源配置效

率提升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趋势。
据此， 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 充分挖掘数据要素的价值， 打造中国的

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立足于 《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

的意见》 等国家政策文件， 拓宽数据使用场景， 保障数据服务提供流程， 推动数

据市场交易活动， 加快对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 推进数据和网络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 第二， 持续强化区域合作战略， 稳固中国在区域价值链中的枢纽地位。 一方

面， 充分释放亚太区域内的合作潜力， 通过积极推进开放性区域协调合作框架的谈

判工作， 巩固自身引领区域价值链的能力； 另一方面， 借力 “一带一路” 倡议提

升亚太区域的全球影响力， 主张和推进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数字监管政策和

规则。 第三，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加快攻克数字核心技术， 积极推动数据制度改

革。 在数据驱动的 ＧＶＣｓ 分工格局重构背景下， 把握数字化机遇， 实现中国产业转

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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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ＩＣＴ 监管跟踪器的具体原则和编码方式详见： ＩＴＵ， 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ｇｏ ／ ｔｒａｃｋ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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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９
［１７］ ＢＹＲＮＥ Ｄ， ＣＯＲＲＡＤＯ 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Ｔ Ｓｔｉｌｌ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Ｍ］． Ｍｅａｓ⁃

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０
［１８］ 周念利， 姚亭亭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数字服务进口的影响测度及异质性考察 ［Ｊ］ ． 国际商务———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２１ （２）： １－１５
［１９］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ＡＲＥＬ Ｅ，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Ｍ Ｆ Ｄｏ Ｄａｔ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１， １５７ （４）： ７２７－７７６
［２０］ 余振， 周冰惠， 谢旭斌， 等  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美贸易摩擦 ［Ｊ］．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８， （７）： ２４－４２
［２１］ 蔡继明， 刘媛， 高宏， 等  数据要素参与价值创造的途径———基于广义价值论的一般均衡分析 ［Ｊ］ ． 管

理世界， ２０２２， ３８ （７）： １０８－１２１
［２２］ 谢康， 夏正豪， 肖静华  大数据成为现实生产要素的企业实现机制： 产品创新视角 ［ Ｊ］ ． 中国工业经

济， ２０２０， （５）： ４２－６０
［２３］ 肖静华， 吴瑶， 刘意， 等  消费者数据化参与的研发创新———企业与消费者协同演化视角的双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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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８， ３４ （８）： １５４－１７３＋１９２
［２４］ ＤＥ ＢＡＣＫＥＲ Ｋ， ＦＬＡＩＧ 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ｓ Ｕｓｕａｌ ｏｒ “Ａ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Ｒ］．

ＯＥＣ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１７， ４１
［２５］ ＤＡＺＡ Ｊ， ＡＬＬＥＲ Ｌ， ＧＡＩＬＬＡＲＤ Ｓ，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Ｋｅ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Ｊ］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２０
［２６］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Ｇ Ｊ， ＤＡＮＧ Ｈ Ａ Ｈ， ＤＩＮＣ Ｍ， ｅｔ 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ｕｌ⁃

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２１， ８３ （４）： ８７０－８９６
［２７］ ＧＥＲＥＦＦＩ Ｇ， ＬＩＭ Ｈ Ｃ， ＬＥＥ Ｊ Ｋ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ｉｒ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２１， ４ （４）： ５０６－５２２
［２８］ 林僖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出口的影响： 机制与效应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２１， ４４ （６）： ５０－７１
［２９］ 黄群慧， 余泳泽， 张松林  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 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 ［ Ｊ］ ． 中国工业经

济， ２０１９， （８）： ５－２３
［３０］ 裴长洪， 刘斌  中国对外贸易的动能转换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形成 ［Ｊ］．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９， ５４ （５）： ４－１５
［３１］ ＡＮＴＲÀＳ Ｐ， ＤＥ ＧＯＲＴＡＲＩ Ａ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２０２０， ８８ （４）：

１５５３－１５９８
［３２］ 李青原， 吴滋润  资本账户开放与资源配置效率———来自跨国样本的经验证据 ［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２２， （８）： ８２－９８
［３３］ ＭＯＮＴＥＮＥＧＲＯ Ｌ Ｏ， ＡＲＡＲＡＬ Ｅ Ｃ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ｖｉｄ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Ｊ］ ．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２０， ４４ （１）： １０１８３６

Ｈｏｗ Ｄａｔａ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ＹＩ Ｚｉｙｕ　 ＷＥＩ Ｌｏｎｇ　 ＣＡＩ Ｐｅｉｍ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 ｎｅｗｌｙ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ａｔａ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
ｐ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ａｔａ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ｄｏｐｔｓ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ｈｏｗ ｄａｔａ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ａｔａ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ｈａｓ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ｄａｔａ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ｄｒｉｖｅ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ｄａｔａ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ｂｙ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ｄａｔａ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ｖｉａｂｌ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ａｔａ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责任编辑　 王　 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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